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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抗击过程暴露现有《传染病防治法》在统筹传染病防控系统、可操作性、与社会治理体系有机

衔接等方面不足。现有《传染病防治法》修改应着力于传染病防控系统中监督机制的完善，通过健全一

套自我监督、职能机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并存的监督体系有效提高《传染病防治法》

对传染病防控机制的统筹。明确地方政府和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避免职能冲突；明确《传染病

防治法》中规定模糊或者强制力不足的部分，有助于提高《传染病防治法》的可操作性。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规定，赋予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更大权限、增加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责、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工作职责做授权性规定，形成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疫情防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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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against the COVID-19, the existing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as shortcomings in coordinat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f infectious diseases, maneuverability, and organic connection with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revision of the existing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reven-
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the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By improving a set of self-supervision, func-
tional organization supervision,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and other supervision me-
thods coexist, the overall role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revention and Con-
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of infectious diseases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Clarify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disease pre-
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avoiding the overlapping of functions, and redefining the vague 
or insufficient compulsory parts in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operability of the law.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as revised to give local gov-
ernments at or above the county level greater authority, increas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and make authorization provisions for the work duties of 
grassroots self-governing mass organizations, so as to form a patter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which all social entities particip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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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新冠疫情在我国发现之初，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集中全国力量，有效控制了新冠疫情

蔓延，取得抗疫的阶段性胜利，充分体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越性。习总书记在 2020 年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

来的短板和不足及时弥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1]。《传染病

防治法》作为新冠疫情防控重要法律依据，在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新冠疫情防控效果审视《传染病防治法》在疫情防控中表现，针对《传染病防治法》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显露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为完善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2. 现行《传染病防治法》存在的不足 

现行《传染病防治法》作为传染病防治的主要法律依据存在不足：一是现有监督方式较为单一且缺

乏常态化演练机制，导致《传染病防治法》难以统筹整个传染病防控系统进而使传染病防控机制未有效

发挥；二是《传染病防治法》中部分规定不够明确、严格，缺乏可操作性，没有对疫情上报的情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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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做出刚性规定，导致疫情上报渠道不通畅；三是《传染病防治法》赋予基层组织权限过少、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职责范围过窄、未充分发挥村委会(居委会)作用，这是疫情进一步扩散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疫

情应对不够及时和防控措施不精准的重要因素。 

2.1. 现行《传染病防治法》未能统筹整个传染病防控系统 

《传染病防治法》不仅是传染病防控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统筹整个传染病防控系统的总

纲性文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地方政府制定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文件是对传染

病防控工作的细化，所有这些文件共同构成传染病防控系统。只有充分发挥《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细化

文件的作用，才能使整个传染病防控系统有效运行。《传染病防治法》未能统筹整个传染病防控系统的

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完备的监督体系和常态化演练机制。 
1) 监督方式较为单一。在应对疫情过程中，《传染病防治法》未被普遍适用，其构建的法律责任体

系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2]，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监督体系的不完善，一套完善的监督体系是法律

责任体系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现行《传染病防治法》中监督对象主要是地方政府中的卫生行政部门，

对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监督不足，这是《传染病防治法》未能统筹传染病防控系统的重要原因。根据《传

染病防治法》第十八条，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实施本地传染病预防控制规划、计划和方案，但这

些预防机制方案缺乏保障其有效运行的监督体系。《传染病防治法》第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第五十三条对具体监督内容进行了细化，第

五十七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度，第五十八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履行职责，应当自觉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上述关于监督的规定中更多是对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

对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监督不足。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作为传染病预防控制的重要主体，其职能是否有

效发挥对于传染病预防、控制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行《传染病防治法》对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的监督仅有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卫生部门的职能监督，这种单一的监督方式是否有效，本次疫情的暴发似

乎给予了答案。因此，一种包括自我监督、职能部门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并存的、能有效发

挥监督作用的监管体系亟须建立。 
2) 应急方案缺乏相应的常态化演练机制。一套机制要想有效发挥作用，必须时常运行，在运行中发

现问题、不断改进。例如我国防火系统的演练机制，具有很好的教育价值。大规模疫情每隔一定时间就

会暴发一次，根据史料记载，自秦至清末，我国疫情暴发总数为 249 次，秦汉 14 次、魏晋 16 次、南北

朝 12 次、隋唐 9 次、宋 23 次、元 14 次、明 62 次、清 98 次，疫病频数随时间的推移呈增多趋势[3]。疫

病暴发频数虽呈增多趋势，但暴发间隔往往以年为单位，2002 年非典型肺炎与 2019 年新冠疫情间隔 17
年，如此之长的暴发间隔会导致传染病防控系统的松懈僵化，面对突然发生的疫情难以及时应对。在传

染病防控系统基础上建立定期的演练机制，可保障防控系统长期有效运行，也有利于及时发现传染病防

控体系的不足并改进，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但现行《传染病防治法》中缺乏常态化的演练机制，根

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制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的分级以及

相应的应急工作方案。但上述方案并没有相匹配的演练机制，应急方案涉及传染病暴发时各种人力物力

的调配，不经演练过程循环往复地适用和不断尝试难以与现有社会框架有机结合，不能在传染病暴发时

及时发挥作用。目前实践中虽然有演练出现，但未建立常态化的机制与防疫常态化的要求不符。可见，

建立应急方案的常态化演练机制显得十分必要。 

2.2. 《传染病防治法》部分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传染病防治法》是传染病预防、控制体系中最重要的法律依据，由于传染病的快速传播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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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早效果越好、成本越低，故相比于其他领域法律，《传染病防治法》规定需要更加明确、刚性、严格

[4]，以及时发挥作用、阻断传染病传播。 
从疫情报告制度方面审视，发现《传染病防治法》对传染病报告的途径及时限不够具体明确。《传

染病防治法》第三十条关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以及执行职务的人员疫情报告职

责的规定，仅指出上述人员“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规定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报告”。据此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等专业机构应该按照 2003
年卫生部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报告办法》)及
2015 年卫计委印发的《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所规定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报告。《报告办法》

和《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所规定的疫情报告内容、程序比较详细，不必在《传染病防治法》中赘

述，但疫情报告的途径及时限需要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加以明确。因为疫情报告时限、途径都是保证

传染病防控系统灵敏度的关键，时限可以保证负有传染病预防控制职责的机构及时了解到传染病信息，

途径则可以避免疫情报告渠道堵塞。虽然国务院、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中已经有

相关内容，但将其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加以明确仍有必要，这既可以强调疫情报告时限和途径的重要

性，也可以防止行政法规、规章规定不一或工作人员对规定内容不熟悉而造成的灵敏度下降。 
从行政征用制度方面审视，发现《传染病防治法》规定过于概况，缺乏可操作性。《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十五条规定“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国务院有权在全国范围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

内，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紧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

以及相关设施、设备”，该条仅概括规定行政征用的主体、标的，没有授权性规定或与相关法律法规结

合，实施过程必然会产生许多问题。缺乏行政程序的规范，行政行为面临更高违法风险，公民合法权利

也更容易受到侵犯；没有具体的补偿标准，公民对于征用带来的损失缺乏合理预期，会增加征用行为带

来的纠纷。2020 年 2 月云南省某地卫生健康局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征用重庆市途径该地口罩的

行为引发热议[5]，该卫生健康局的行为侧面反映出《传染病防治法》中行政征用制度规定不明确，给公

民和政府机构带来困扰。 
从传染病防治主体职能衔接制度方面审视，《传染病防治法》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地方政府职能

交叉部分规定不够明确。《传染病防治法》中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各级地方政府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是疫情防控的专门机构，对疫情更为了解，应对处理也更为专业；传染病防治过

程是一个整体调控的过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没有能力也无法完成这一工作，但地方政府有丰富的管理

经验和较高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很好完成这一工作。因此，有效发挥各级地方政府在传染病防控过程中

的主导作用，以及充分发挥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业性作用是《传染病防治法》得以落实的关键。但

现有《传染病防治法》中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各级政府职权交叉部分规定不够明确，《传染病防治法》

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了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的分级以及相应的应急工作方案；《传染病防治法》第四

十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现传染病疫情或者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时，应当及时对传染病疫情进行

流行病学调查，并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疫情控制方案。上述两个方案都是传染病暴发时紧急处理方案，

《传染病防治法》对二者发生冲突应该如何处理，没有明确规定。《传染病防治法》第五条规定，各级

人民政府领导传染病防治工作，根据这一规定似乎更应该适用地方政府的应急工作方案，但是第四十条

在二十条已经做出规定的前提下再进行规定，目的在于发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专业性作用，如果适用

应急方案有违这一立法本意。 

2.3. 《传染病防治法》与社会治理体系未有机衔接 

《传染病防治法》赋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地方政府)权限不足、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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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规定过窄、对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动员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各主体在疫情防控方面作用与社会治理体

系未有机衔接，形成政府依法履责、各社会组织积极配合、群众自愿参与的疫情时期社会治理局面，影

响疫情防控效果。 
1) 地方政府权限较少。本次疫情期间全国多个省级人大常委会相继召开会议，并通过具有地方立法

性质的强化疫情防控决定，解决疫情防控工作中紧迫的法治需求，赋予地方相应级别政府在突发事件应

对方面的职权[6]。这一事实表明地方政府在传染病防控方面权力确实需要加强。因为地方政府对于当地

情况最为了解，上级机关对于一些事务的决策并不优于地方政府，疫情防控期间，地方人民政府缺乏必

要的权力不仅会耽误时间、错过疫情应对时机，而且也不利于作出应对疫情的最优决策。例如《传染病

防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

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其说

明未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授权各省级单位不得向社会公布疫情情况。还有《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

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时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但采取该条规定的措施必须经过上

一级地方政府的决定。这一规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上级政府对于当地情况了解程度不如本地政府，对

于是否适用该条规定的几种措施并不能有更好的建议；二是传染病暴发时越早处理效果越佳，很多情况

下由此容易错过最佳应对时机。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权力也不利于疫情的精准防控。疫情的精准防控要

求精确确定传染源、传播路径，地方政府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在这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确定

传染源以及传播路径后，地方政府在精准控制疫情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2)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责范围过窄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是传染病防控的专业机构、在传染病预防控制方面具有专业性，传染病暴发的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当地情况又较为熟悉，其根据传染病暴发情况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可在疫情暴发初期

及时有效控制疫情蔓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责范围过窄不利于传染病的及时有效控制。应当增加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在传染病疫情公布、对医疗机构处罚方面的职责。传染病疫情公布是指向社会公布传染病

疫情信息，《传染病防治法》第七条规定，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传染病监测、预测、流行病学调

查、疫情报告以及其他预防、控制工作，但是没有传染病疫情公布的职能，即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并不能

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第三十八条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传染病疫情公布，但是这

并不影响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立疫情公布制度，当发现疫情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可与本级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同时公布。因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于传染病的认识更为深刻，也更理解传染病暴发的机理，让专

业的人做专业通报，在通报的同时告知防控措施，有利于及时防护且避免恐慌。《传染病防治法》第二

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医疗机构在传染病防控方面的职责，第三款则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医疗机

构传染病防控工作进行指导、考核，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该条规定表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可以对医疗机

构传染病防控工作抽查检查。但《传染病防治法》并没有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医疗机构进行处罚的

职责，不利于对未按规定开展传染病防控工作医疗机构的及时处理，进而影响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的落

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是关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机构，其不应仅成为以科学研究、监测评价、技术培

训、咨询建议等为主要职责的科研机构、监测机构，而更应成为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警察局”，在公

共卫生危机突发和扩散时，能够迅速了解信息、检测、上报并果断采取措施[7]。 
3)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职能质效亟待提升 
新冠疫情是对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需要社会各主体的共同参与，《传染病防

治法》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法律，在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居委会)作用方面存在不足。村委

会(居委会)是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疫情防控的重要平台和发挥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作用的枢纽，村委

会(居委会)作用未能有效发挥，不利于动员社会各主体力量共同抗疫。《传染病防治法》中关于村委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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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的专门规定仅有第九条第二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居民、村民参与社区、农村的传

染病预防与控制活动”，缺乏村委会(居委会)在疫情防控过程职能的规定。事实上，村委会(居委会)位于

疫情防控的一线，承担社区封闭管理、组织核酸检测等各种疫情防控所需工作。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村

委会(居委会)工作人员在执行部分疫情防控任务时，容易受到质疑，限制村委会(居委会)在防控疫情方面

作用的发挥。 

3. 《传染病防治法》修改建议 

《传染病防治法》中现有监督方式较为单一且缺乏常态化演练机制，部分规定不够明确、严格，赋

予基层组织权限过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责范围过窄、未充分发挥村委会(居委会)作用，影响疫情应对

的及时性和防控措施的精准度。通过健全传染病防控系统监督和运行机制、细化《传染病防治法》部分

规定、完善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体系衔接规定，可弥补《传染病防治法》上述方面的不足。 

3.1. 健全传染病防控系统监督和运行机制 

现有《传染病防治法》中监督对象主要是地方政府中的卫生行政部门，对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监督

不足。此次疫情警示我们，必须有的放矢地强化法治监督，在疫情防控期间和疫情过后，要进一步加强

监督制度建设和创新[8]，建立卫生行政部门监督、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内部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多种监

督方式并存的监督体系。除此之外还需要设立常态化演练机制，对《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预防控制

方案进行演练，以确保预防控制方案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发挥应有作用。 
1) 完善传染病防控系统中的监督机制。完善传染病防控系统中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监督机制，建立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自我内部监督、卫生行政部门外部职能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监督内容包括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本职能以及各种传染病预防控制方案的制定、实施和动态调整机制的建立。 
首先要健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内部监督，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建议在《传染病防治法》第十

七条中增加以下内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医疗机构上报情况定期抽查，发现漏报有权处罚；医疗机构

对不明原因疾病，及时查找病原，经过查找，不能发现病原或者发现新病原，立即上报。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第十八条，增加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下级机构实施传染病预防控制规划、计划和方案情况进行

监督的权力以及相应的处罚权力。增加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下级机构疫情报告情况进行监督及处罚权力。

修改《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八条，增加(六)未依法履行对医疗机构和下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监督职责的，

督促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履行职责。 
完善卫生行政部门职能监督，保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时刻有效运行。修改《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七

条，增加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有权检查下级卫生行政部门传染病监测计划和工作方案制定情况，并有权对

未制定以及制定不符合要求的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处罚。修改《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条，增加上一级人

民政府对下级政府制定的传染病预防、控制预案进行检查的规定。修改《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一条，

增加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医疗机构进行抽查、检查以及处罚的权力。 
建立舆论监督机制，防止监督系统失灵。舆论监督具有时效性、广泛性、公开性等特点，是其他监

督形式无法替代的[9]。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公民、新闻媒体以及其他组织，是不同于其他监督方式的主体，

因此舆论监督可以在其他监督机制失灵的情况下依旧发挥作用。建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群众交流沟通

渠道，对于群众反映的，特别是群众中相关专业人员反映的传染病方面的问题必须予以重视、及时处理。

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信息公开的义务，对于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信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义务及时

公布。 
2) 建立应急方案的常态化演练机制。建立应急方案的常态化演练机制包括建立应急方案演练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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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方案的动态调整机制两方面内容。建议修改《传染病防治法》二十条第四项，增加应急工作方案的

演练机制以及动态调整机制，明确规定演练机制的负责主体、演练时间间隔；并规定演练机制负责主体

应该制定演练方案、根据演练情况撰写演练报告，地方政府应该根据演练报告动态调整应急方案以适应

社会变化。 

3.2. 细化《传染病防治法》部分规定 

将《传染病防治法》细化，提高其可操作性；明确地方政府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各自职能，避免二

者职能发生冲突，延误应对时机。 
1) 将《传染病防治法》总体进行细化，对于之前规定不够清楚、不够明确或者强制性不足的部分加

以修改。例如《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条已经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按国务院规定或国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规定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报告。但疫情报告的时限和途径比较重要，可以在《传染病防治法》

中加以强调与细化。疫情报告时限可以按照《报告办法》第十八条规定 1，疫情报告途径可以在十八条、

十九条 2 规定的报告途径基础上增加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途径，即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收到疫情防控信

息后同时向同级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接到疫情报

告后根据疫情报告情况及时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中征用物资的程

序和补偿标准也应该予以明确[10]，建议在《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五条最后增加一款：“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中行政征用其它事项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有关规定执行”。因为《突发事件应对法》对行政征

用行为的程序和补偿标准做了相对详细的规定，这样修改有利于不同法律之间的衔接。《传染病防治法》

中其他不够细致明确之处也应该加以修改。 
2) 明确地方政府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各自职能。地方政府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传染病防控过程中

的关系应该是地方政府领导传染病防控工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性作用。即一般情况

下由地方政府主导，但是涉及传染病专业领域应该充分听取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建议。例如《传染病防

治法》第二十条第四项中地方政府制定的传染病暴发时应急工作方案与第四十条中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制

定的疫情控制方案发生冲突时需要分情况讨论，涉及传染病防控的专业领域的内容原则上应该按照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方案进行，涉及传染病防控专业领域以外的物资调配、人员管理等其他工作应该按

照地方政府提出的方案进行。应该在《传染病防治法》第七条中明确地方政府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各自

职能。 

3.3. 完善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体系衔接规定 

整个《传染病防治法》关于传染病的预防、预警、通报、控制、责任追究等方面工作具体实施的主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

染病中的肺炭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人或疑似病人时，或发现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

病暴发时，应于 2 小时内将传染病报告卡通过网络报告；未实行网络直报的责任报告单位应于 2 小时内以最快的通讯方式(电话、

传真)向当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于 2 小时内寄送出传染病报告卡。对其他乙、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规定报告

的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诊断后，实行网络直报的责任报告单位应于 24 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未实行网络直报的责任报告单位应于

24 小时内寄送出传染病报告卡。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收到无网络直报条件责任报告单位报送的传染病报告卡后，应于 2 小时内

通过网络进行直报。”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获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的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

报告人，应当在 2 小时内以电话或传真等方式向属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要同时进行网络直

报，直报的信息由指定的专业机构审核后进入国家数据库。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应采用最快的通

讯方式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卡》报送属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专业机构，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

卡》的专业机构，应对信息进行审核，确定真实性，2 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同时以电话或传真等方式报告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接

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尽快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现场调查，如确认为实际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根据不同的级别，及时组织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在 2 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如尚未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的，由专业防治机构密切跟踪事态发展，随时报告事态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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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两个，一个是各级地方政府，另一个是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地方政府在组织管理、物资调配等

方面具有优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则在传染病预防、控制方面更为专业。修改《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赋予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更大权限、增加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责、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工作职责做

授权性规定，形成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疫情防控格局。 
1) 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权限。赋予地方政府在地方疫情处理方面更多的自主权，能提高疫情应对的及

时性，有助于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例如对《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条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的规定进

行修改，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时间作出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并同时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并

及时生效，对公众产生了较好的提醒作用[11]。例如对《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进行修改，由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提出建议，地方政府决定，无需上级批准。地方政府在作出决定的同时应该及时上报上一级

政府，上级政府在充分了解情况后认为没有必要采取此种措施的，可以撤销下级政府的决定。 
2) 增加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责。因此，增加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责是《传染病防治法》修改的

重要方向。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七条规定，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是

地方传染病预防控制的主要专业机构，如果其职责范围过窄不利于对传染病的预防、控制。而传染病的

预防阶段是成本效益最佳、最重要的防控环节[12]，对于此阶段的工作必须充分重视，给予更大的支持力

度。建议增加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传染病疫情公布、对医疗机构处罚方面的权力。修改《传染病防

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增加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传染病疫情公布的职能；修改《传染病防治法》

第二十一条，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抽查检查基础上，增加对医疗机构处罚的职能，促进传染病预防控制

工作的落实。 
3) 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工作职责做授权性规定 
村委会(居委会)事实上承担疫情防控各方面工作，现有《传染病防治法》关于村委会(居委会)的工作

职责仅有概括性规定，较为简单。鉴于村委会(居委会)疫情防控工作的复杂性，可以授权地方政府制定专

门的村委会(居委会)疫情防控工作职责规定。修改《传染病防治法》第九条，增加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制定村委会(居委会)工作方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村委会(居委会)工作方案要明确规定在应急

状态下，由村委会(居委会)统筹调配本区域各类资源和力量，组织开展应急工作，赋予村委会(居委会)在
紧急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力，避免村委会(居委会)疫情防控工作合法性受到质疑。 

4. 结语 

此次疫情是一次“大考”，我们考出了成绩也暴露了不足，只有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弥补不

足，才能在下一次“大考”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传染病防治法》的修改就是弥补自身不足的重要环节，

因此从此次疫情暴露的问题入手，在充分吸收此次疫情期间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对《传染病防治法》统

筹传染病防控系统、可操作性、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体系衔接这三个方面进行修改，以便形成更加完善

的传染病防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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